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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文 本 奇 观与符号游戏

———对新媒体青年恶搞文化的媒介文本研究

曾一果　李　立

摘　要：在今日新媒介空间中，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青年恶搞亚文化，这些恶搞文化借助日益发达的新

媒体技术，运用互文性、拼贴、戏仿和反讽等手段，抵抗主流文化，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但另一方

面，今天媒体的发达和恶搞的泛滥，也使得不少恶搞文化蜕变为一种超文本奇观和符号游戏，不仅丧失了

抵抗精神，甚至沦为一种话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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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新媒介空间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青年恶搞亚文化，就文本而言，这些恶搞亚文化是一种开

放的大众文本。青年们借助于日益发达的新媒体技术，运用互文性、拼贴等手段恶搞经典，抵抗主流

文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形象、故事和意义。而且在新媒介时代，恶搞跨越不同媒介，实现了从文字

到图像、视频的自由转换。声音、文字、图像和视频，不同媒介融合在一起，共同组成新的媒介景观。

但在高度繁荣的新媒介语境中，当代恶搞亚文化因过度繁殖而变为 “超文本奇观”和 “符号游戏”，新

文本不断涌现，还未得到认可便湮没在芜杂的符号世界中。

一、互文的 “文本链”

今天网络媒介上的恶搞文化属于费斯克所说的 “生产者式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ｌｙ）文本， “生产者式文
本”是受众参与的大众文本，文本、大众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不像先锋文本只强调文本的 “特殊

性”：“‘生产者式文本’为大众生产提供可能，且暴露了不论是多不情愿，它原本偏向的意义所具有的

种种脆弱性、限制性和弱点；它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制它们；它

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

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１］（１２８）

“生产式文本”是一种自由、松散型的互文性文本，受众介入文本并按照自我意愿进行重组，创造

新的文本和意义空间。在今天繁荣的媒介空间里，各种新文本不断衍生、繁殖，构成了一系列互文的

“文本链”。例如陈凯歌电影 《无极》上映后，胡戈制作了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 《无极》，随

后又有 《恶搞 ＜无极 ＞之民生银行版》、《恶搞 ＜无极 ＞之潍坊国际风筝节广告》等。同样，张艺谋的
《英雄》出品后，除了胡戈的 《春运帝国》，还有恶搞 《英雄》的广告版、《〈英雄〉———气死老谋子》

的视频，共同组成恶搞 《英雄》的 “文本链”。在这些 “文本链”中，每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既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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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又有所区别，甚至是对其他作品的反叛。当然，任何大众文本都如费斯克所说是 “不完整的”：

“因为不完整，所有大众文本的疆界都不是牢固的；它们彼此流入对方的疆域中，流入日常生活中。文

本之间的差异和文本和生活之间的区隔一样，是无效的。大众文化只能在互文关系中加以研究，因为

它只存在于这种互文式的流通过程。初级与次级文本间的相互关系跨越了它们之间的一切界限；同样，

第三级文本与其他文本间的相互关系跨越了文本与生活之间的界限。”［１］（１５２）

我们要了解新媒介空间的各种恶搞文本，便要将它们放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空间里加以研究，考察

文本内部、不同文本之间、文本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才能对某个文本有更深的理解。例如以 《西

游记》为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电视台拍摄 《西游记》开始，已有数不清的相关媒介文本涌现，

央视所拍的 《西游记》本身便是吴承恩小说 《西游记》的一个 “次级文本”。随着恶搞文化流行，从

周星驰主演的 《大话西游》、谢霆锋主演的 《情癫大圣》，到今天充塞新媒介空间中的各种 “西游故

事”源源不断，这些恶搞文本一个共同特征是颠覆唐僧、孙悟空和猪八戒等人的刻板形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大话西游》，它开创了 “大话风格”，颠覆了经典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经

典造型，孙悟空被改写为在义务与情欲之间痛苦挣扎，性格分裂的凡夫肉身；唐僧的形象颠覆性更强，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啊，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人和妖

精都是妈生的，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 “所以说做妖就像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

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他整日喋喋不休，师道威严荡然无存，过去的 “道德典范”变成

了一个 “滑稽形象”。《大话西游》的台词游离、粗鄙现象十分明显，经常出现一些毫无指向的语言，

如唐僧对悟空的不少话：“你想要啊？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

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

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叙述”和 “言语”本身成为游离主题和情节之外的纯粹 “话语

乐趣”，许多台词因脱离和独立于电影反而广受欢迎，以至 “曾经有一分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

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划过吧！

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

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一段电影独白成为了社会流行语。《大话西游》

开创的 “大话风格”，深深影响了今天媒介空间中的各种恶搞亚文化。不过，《大话西游》自身也同时

成为了被恶搞对象，如 《大话 Ｇ游》、《毕福剑恶搞 ＜大话西游 ＞》以及各种地方版的 “大话西游”等

文本的 “再生产”，他们与原文本构成了一个互文的 “文本链”。

互相关联的 “西游系列”不仅颠覆央视版的 《西游记》，它们也介入现实，与现实生活形成 “互文

性”，通过改写与涉及拆迁、教育和贪污腐败等现实议题关联起来。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几位大学生制作

的 《北邮记》便借用 《西游记》中 “师徒形象”影射学校生活。唐僧变成了蒋学斤 （奖学金的谐音），

在２００３年高考中以高出北邮零分的 “好成绩”被录取；孙悟空变成了 “吃标准样、不长标准样、患有

脑瘤、长有体毛”、但能直立行走的小强 （《唐伯虎点秋香》中的 “蟑螂”）……。下面这篇文字版

《唐僧给悟空的信》更是用恶搞手段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冷嘲热讽：

悟空徒儿：

那天没有接你电话，是因为正在开会，现在会场都有监控，所以要注意的。有些话电话说

不清楚，就给你写了这封信。

你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没有你为师早被妖怪吃掉变成肥料了。但是时代变了，只靠本事

是不够的，你该转变观念了，这点要多向八戒学习，他现在混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但上

层路线走得好，在女同志中威信也很高。上次推荐优秀年轻干部，你只得到了２票，１票是我
的，估计还有１票是沙和尚的，八戒的票却是遥遥领先，据说嫦娥也给他投了１票，你说说，
现在的女同志怎么这样啊，难道忘记八戒醉酒调戏了吗。

悟空，你要好好反省一下，虽然取经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但那些都属于过去，现在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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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消除大闹天宫的不良影响，你当花果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临时负责人好多年

了，为什么没有转正，原因还用说吗，知道你脾气直，送礼脸红，红就红呗，还能红过你屁股

啊。听说那个六耳猕猴一直想取代你的位置，还给王母娘娘送了猴头，你别生气，古训说的好

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我们西天取经的五个人，白龙马是标准的 “权二代”加 “富二代”，取经回来才几天，就

任命为东海管委会副主任了，上次邀请我东海１０日游，那排场为师都嫉妒了。八戒和沙僧是
派下来挂职锻炼的，现在都官复原职了。就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爹没娘，没有背景，

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你是寡妇命，上面没人。

不管怎样，你都要改变，别老是火眼金睛的，让人不舒服，时代变化太快了，八戒的孩子

都１０几岁了，沙僧已经和六仙女同居了，就你还是独身一人，都什么年代了，别老是揪住人
家过去不放，白骨精就不错，不但是影视歌三栖明星了，还号称白领骨干精英，上次人家还说

你是标准的男子汉，你也该考虑一下了。昨天女儿国国王催我结婚的事情，我想尽快把婚事办

了，虽然她没有蜘蛛精那么性感，可是家庭背景好，以后对为师的仕途帮助大，如果蜘蛛精愿

意了，就做个红颜知己，不说了，说得有点多了。

悟空，好好考虑一下为师的意见，为师给你写的不是信，写的是心啊。

进入官场仕途的唐僧以过来人身份谆谆教导徒儿悟空要审时度势，为人处世要学会睁只眼闭只眼，

懂得利益才是王道，整篇文章戏仿时下流行语以达到搞笑目的，意在嘲讽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具有强

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大量恶搞 《西游记》的亚文化文本，不但是原著的 “繁衍品”，它们相互间也构成了 “互文性”，

不断重组和拆解原著的文本内涵，它们紧贴现实生活，为大众提供特别的意义和快感。许多网民在观

看了 《搞笑西游全集》之后，在网络上留下了 “搞笑”、 “很搞笑”、 “太有意思了！”、 “哈哈，真搞

笑”等词汇，这些词汇表明青年人不仅认同 《搞笑西游全集》，而且也在通过认同加强了群体之间的

联系。

二、拼贴的大众文本

新媒介空间中大部分恶搞都不是原创作品，而是一种拼贴的大众文本。它们盗用与改写原文本中

的诸多元素，按照自己的意志拼贴起来，生产出一种 “新文本”和 “新意义”。拼贴并不是什么新鲜手

段，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已被大量使用。不过，今天新媒体的发达让大众使用拼贴更便利。特别是在恶

搞文化中，当恶搞者无力洞穿主导意识形态的神话时，借助盗用而来的元素，拼贴成自己需要的话语，

成为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神话的一种便捷手段。因为拼贴能打破不同事物之间的疆界，将各种差异性元

素有效地组织在同一文本框内。赫伯迪格在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不仅将 “拼贴风格”看成是青

年亚文化风格建构的重要手段，他还援引克拉克的话，强调了拼贴者的反抗意义：“当拼贴者使用相同

的符号体系，再次将不同形式中的表意物体定位于那一套话语的不同位置中，或当这个物体被安置在

另外一套不同的集合中，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就形成了，同时传递出一种不同的信息。”［２］

将反差较大的两组或多组图片、文字进行分解再组合，形成陌生化的颠覆效果是拼贴者最常有的

手段。画家安迪创作的一系列恶搞形象便是运用了拼贴手法。在其中一幅中，李宇春和向鼎被拼贴在

一起，组成一个 “雌雄同体图”。李宇春经常是一副男性化扮相，被娱乐界称为男版 “李宇春”的向鼎

则相反，经常是一身女性化装扮，安迪用油画将他们 （她们）两人重新拼贴，让他们 （她们）拥有一

个身躯，彼此对立的性别统一起来，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在这里被颠覆。这个 “雌雄同体”的形象

可以说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过去对于性别的一般定义在这里完全失效。但他们的身躯虽然已融

为一体，两人头部却各自独立，观众仍然能够清晰辨认。他们的头部各自独立，互相区隔似乎意味着

尽管躯体 （肉身）可以通过拼贴完全融为一体，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主体及精神差异却无法消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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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人脸上都带着微笑，做着相同手势。相同的自信微笑和胜利手势，到底是代表男性的自信，还是

女性的自信呢？当然，在此拼贴图中，无论是代表李宇春的头部，还是代表向鼎的头部，都似乎在迁

就对方，尽量向对方靠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幅 “雌雄同体”的恶搞拼贴图，统一中包含了差异，

差异中包含了统一，彼此对立的世界不和谐却又有机的统一在一起。这或许是今天中国男性和女性关

系的生动演绎，父权制体制已遭遇严重挑战，“大男子主义”越来越失去昔日威风，不得不向女性做出

让步。但女性还不足以完全对抗男性，双方只能互相妥协和谅解，维系着一个葛兰西式的 “动态的平

衡”。

安迪的油画仍是一种 “精英主义”恶搞，而今天新媒体空间中的大量恶搞则多属于 “大众恶搞”。

例如著名球星罗比尼奥被网民用不同媒介拼贴成林肯、切·格瓦拉、拉登等历史人物形象。拼贴产生

了一种强烈的恶搞效果，拼贴后的罗比尼奥不再是罗比尼奥，而是林肯、切·格瓦拉或拉登。这似乎

在告诉观众，通过拼贴，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另一种形象，但新形象可能是互相冲突，甚至完全对立的：

林肯代表民主、自由和平等，代表种族解放，格瓦拉代表波西米亚精神，代表革命浪漫主义；拉登代

表恐怖主义，代表恶魔。这三幅恶搞图片也许想说明，每个人都有 “多重形象”，是多元矛盾的统一

体，既可能是伟大的林肯，也可能是浪漫的切·格瓦拉或者邪恶的拉登。当然，也可能什么也不是。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经过重新拼贴的恶搞图片并非真的是林肯、切·格瓦拉和拉登的相片，

图片上的人只是有点像林肯、切·格瓦拉和拉登而已，“他们”都只是罗比尼奥一个人的不同 “扮相”，

罗比尼奥就是罗比尼奥，他不是林肯，也不是切·格瓦拉或拉登，这些 “扮相”只是部分像，甚至在

这些拼贴图中，经过罗比尼奥扮演的切·格瓦拉不再具有波西米亚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相反，这个

形象神情茫然，仿佛对革命前途充满了悲观情绪；“林肯”也失去了林肯应该有的气质、面貌和精神；

而 “拉登”也不再是大众媒介上那个面带微笑，一脸邪恶狡诈的模样，相反，更像一个失意的阿拉伯

商人。总之，被电视、新闻报纸和网络等媒介塑造的种种刻板形象，在拼贴的游戏中土崩瓦解。而且

林肯、切·格瓦拉和拉登代表着不同时代，但是恶搞者用拼贴方式将他们统一在罗比尼奥身上，他们

身上原有的那些历史感统统被消解。进一步而言，这些图片不仅消弭了原来人物的历史深度，而且就

像安吉拉·默克罗比在讨论英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些青年时装亚文化现象那样，这些拼贴图片反映了当
下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当下社会的无力感，无法生产出 “严肃的图像”：“对未来缺乏信心导致了整

个文化都在向后看，而且怀着感伤与温柔。现代社会无力生产严肃的图像或文本给予人们意义或方向。

这种鸿沟只能被旧日的图像所弥缝，这种空白只能由文化古董来填补。”［３］

人们借助于拼贴 “怀旧历史”，但所带来的或许是更大的伤感。而且，恶搞者运用拼贴将各种形象

统一到罗比尼奥身上，或许仅是出于一种恶搞所带来的快感。除了恶搞明星的拼贴图片之外，今天发

达的媒介手段让许多普通人都参与到恶搞文化中，恶搞文化变得越来越 “日常化”，例如在网上广为流

传的 “百变小胖”系列、“重庆钉子户”系列都是利用 ＰＳ技术制作的典型恶搞文本。
当然，这些拼贴图片不仅表达了大众的娱乐精神，而且也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批评意识。例如在

“五道杠事件”中，１３岁少年黄艺博因为佩戴上武汉市 “五道杠”臂章被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将

其塑造为一个有天赋的 “政治少年”———两三岁开始看 《新闻联播》、７岁开始坚持每天读 《人民日

报》和 《参考消息》，小小年纪已获得 “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等多项殊荣。但这位符合主流意识形

态的政治少年形象，不但没赢得观众喜欢，反而激起了公众对社会日益官僚化现象的不满。于是一些

网民对黄艺博照片进行拼贴、加工，在新的恶搞文本中，“五道杠”不再是正义性和道德性化身，而是

凸显整个社会的 “权力崇拜”。颇有意味的是，在其中一幅拼贴图中，黄艺博身边站着林妙可，林妙可

亦是主流媒介塑造的 “政治少女”，她在北京奥运会上以一曲 《歌唱祖国》成名，不过，报道后来证实

她是假唱。威风凛然、身着黑风衣的黄艺博与一脸清纯、身穿白裙子的林妙可被组合成一幅 “郎才女

貌”的恶搞图。在 “五道杠事件”中，原本互不相干的形象、话语、情节就这样被恶搞者拼贴在一起，

而所用道具都是已有的，像费斯克所说：“在他们的场所内部，凭借他们的场所，建构我们的空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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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的语言，言传我们的意义。”［１］（４４）罗兰·巴特也说：“对抗神话的最佳武器，也许反而是神话自

己。”［４］拼贴者就是这样创造了自己的意义空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单幅图片上多种元素的 “简单拼凑”，已暴露出信息量的有限性，于是有一

些拼贴者尝试用多格漫画形式或影像手段来拼贴故事，这样的恶搞使得拼贴具有了叙事功能。这种拼

贴在电影中很早便开始运用， “蒙太奇”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用剪辑，重新组合镜头的 “拼贴艺术”，

“把电影的原始材料———镜头，剪辑出具有革命性活力的叙事场景。”［５］现在许多网民也利用新媒体技术

手段制作影像和视频，拼贴出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故事，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叙事结构。

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并非每位恶搞者都能借助拼贴创造新的意义和世界，詹姆逊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在

后现代影像世界里，“拼贴一词只不过是一个表达力很弱的名称”，他认为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 “拼凑”：

“拼凑与戏仿相似，也是一种奇特面具的模仿，一种死的语言中的言语；但它是这种模仿的一种中性的实

践，没有戏仿那种别有他意的动机，取消了讽刺的冲力，没有什么笑料，也没有任何说服力使人相信随着

你不时借用的反常语言仍然有健康的语言常态。因此，拼凑是空的模仿，是一个瞎眼的雕像。”［６］

三、戏仿与反讽的艺术

除了 “互文性”和 “拼贴”这两种常用手段之外，戏仿和反讽也都是新媒介环境中经常使用的恶

搞手法。拼贴本质是一种盗用和拼凑，是一种 “拿来主义”，拼贴者自己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他任意支

取和盗用他人的成果，经过重新拼凑和组装，形成了自己的文本，促成新意义的生成。但戏仿和反讽

则体现出对经典文本的一种更为高调的嘲讽姿态，戏仿的最终意义是针对现实生活，它是借助于戏仿

来抨击和批判现实。

戏仿又称戏拟、揶揄、滑稽模仿，是利用某种相似性，往往通过模仿一部严肃的经典文本的内容或

风格，从而制造一种荒诞不经的滑稽效果。但由于模仿得过于逼真，或模仿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反

而让相似的两者之间产生了差异和裂隙，而且戏仿者在戏仿的过程中，经常 “偷梁换柱”，将戏仿的内

容置换，仅仅保留了一种形式，戏仿不是源文本的一般性派生和外化，而是它的戏谑性派生和异化。

例如在 《帝国的毁灭》系列恶搞视频中，仍然是原电影的情节，但内容却变成 “作业篇”、“动车篇”、

“中国城管恶搞版”等。原镜头与新内容组合产生了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 “滑稽感”，被置换的内容往

往是恶搞者根据现实社会来填充，因而这些作品其实是借助于 “戏仿”，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感受。在

《帝国的毁灭》系列恶搞中，医疗、教育、城管等社会现实问题被揭露出来。而且这是一种 “双重戏仿”：

一方面戏仿原先的 “电影情节”，解构其经典场景；另一方面，更是借助于原来镜头，戏仿糟糕的 “现实

生活”。例如２００８年三鹿奶粉的 “三氯氰胺”事件引起舆论大波，网友便对三鹿广告语进行了戏仿：

“（１）喝三鹿牌奶粉，当残奥会冠军；（２）好结石，三鹿造；（３）中秋送礼，三鹿奶粉；（４）三鹿奶粉，
后妈的选择； （５）牛奶，我选三鹿，三鹿牛奶———中国男足指定专用奶； （６）三鹿奶粉喝了以后，嘿，
这腰也不疼，腿也不酸，连心脏也不跳了……”源文本被进行了义理置换，充满了讽刺色彩。

戏仿总是暗含讽刺，它经常从 “经典文本或是教科书里的素材下手”［７］（２１２－２１３），并通过 “取消或颠

倒的方式”向人们证明：“它的效果是可以模仿的，因此是做作；它的成就是一触即碎的，完全依靠了

阅读程式才得以支撑住。”［７］（２１２－２１３）如开恶搞视频先河的 《大史记》，颠覆了经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用

一种怀疑的态度审视着源文本的情节结构和规范，通过戏仿 《东邪西毒》、 《鬼子来了》和 《霸王别

姬》等当代流行电影以及 《董存瑞》、《苦菜花》和 《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电影片断，以搞笑的对白和

音调，讲述了一个央视的分家故事。经过 “双重涂改”，不仅影片本身的人物所宣扬的价值标准遭到亵

渎，而且再造的人物形象也被 “小人化”，每个人都为了私利而苟活。戏仿正是利用不协调的 “落差”，

让积淀在大众心中的经典形象瞬间破灭，上面提到的 “五道杠少年”也是一个被戏仿对象：

小嘛小二郎／肩上嘛挂着五道杠／文章有官腔／长相也有官相／不怕大家骂我狂啊／只怕没官
当无颜见爹娘／郎里格郎里呀郎格里格朗／没有当官／无颜见爹娘／小嘛小二郎／从小就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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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向／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就把人民日报上／国内一片和谐安康／国外总是战争和动荡／枪
里格枪里呀枪格里格枪／国内大好国外太不像样／小嘛小二郎／天才少年五道杠／父母有眼光／
政治明星来培养／长江后浪推前浪／不知道谁会被他拍死在沙滩上／浪里格浪里呀浪格里格浪／领
导们小心谨防要遭殃／小嘛小二郎／霸气外露有气场／现在是黄大队长／将来可能是皇上／谁敢
骂我五道杠啊／长大我要让你们做牛羊／强里格强里呀强格里格强／从小就混官场／你们敢跟我
狂／只怕是伤仲永／黄粱梦一场。
《五道杠少年之歌》戏仿了儿歌 《读书郎》，但经过置换后，原曲中热情、健康、快乐以及富有责

任感、正义感的 “读书郎形象”不见了，现在变成了从小就不择手段攫取各种权力的 “五道杠少年”，

这一戏仿利用反差讽刺了那些为官不仁的社会现象。

反讽是所言和所指恰好相反的一种具有嘲讽意味的修辞手法。布鲁克斯和沃伦在 《现代修辞学》

中说：“反讽总是涉及到字面所讲与陈述的实际意思之间的不一致。表面上看，反讽性陈述讲的是一件

事，但实际的意思则大为不同。”［８］ “表里不一”是反讽的最大特征。在新媒体恶搞文本中，恶搞者往

往通过插入荒诞的元素，瓦解维持母本固有的意义结构，从表里不一中产生反讽。反讽体现了文本的

表征与意义的不一致，这种差异性，可以引发观众对表征所指的思考，理解作品的 “弦外之音”。例如

网友自编的 《２０１０年央视春晚节目单》便以一些社会民生问题作为语境，对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流话语
做了 “意义的扭转”。３０个节目单全是对２００９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的戏仿，内容也分为歌舞、独唱、
双簧、小品、魔术、杂技、相声等类型，内容却完全不同。相声 《卖药》，表演者：侯耀华、赵忠祥，

文艺界名人侯耀华、赵忠祥曾多次拍虚假药品广告，在该节目中，二人互相吹捧与传统相声中的夸张、

逗乐效果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动物表演 《躲猫猫》，表演者：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以捉迷藏的游

戏名称戏解了看守所内一男子的 “死因”；杂技 《楼倒倒》和 《楼粘粘》反讽了中国房地产商家追求

暴利不顾人们群众利益的嘴脸。可以说，网络 《２０１０年春晚节目名单》的表演形式、节目名称和表演
者三者之间在看似荒诞的表象下形成了反讽张力，表达了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仪式化的反叛。

除了互文性、拼贴和戏仿之外，恶搞的手段还有降格、脱冕等。巴赫金认为降格、脱冕是通过异化

权威和神圣事物，制造出小丑、傻瓜形象，使社会原有的等级制度和地位差别在嬉笑中消弭。例如

《夜宴真相解密》的恶搞视频就将冯小刚和陈凯歌等人降格为勾心斗角、出尔反尔的小人，失去了原有

的光环。巴赫金说脱冕不仅夺走了高层的权力象征物，而且表达了一种交替更新的狂欢节精神：“狂欢

节庆贺的是交替本身，交替的过程，而非参与交替的东西。狂欢节不妨说是一种功用，而不是一种实

体。它不把任何东西看成是绝对的，却主张一切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脱冕这一仪式中所有的

象征因素，全都获得了第二层意义————积极的意义。”［９］

总之，借助于新兴媒体，通过拼贴、戏仿、反讽等手段，青年群体不仅有了颠覆主流文化权威的想

法，亦有了实践愿望的媒介工具和文化手段，他们借助于这些媒介工具介入社会现实，解构被主流媒

介垄断的话语世界，创造自己的意义空间和文化风格。

四、超文本奇观与符号游戏

不少青年恶搞者使用 “拼贴”、“复制”和 “反讽”等手段进行恶搞，通过此表达社会诉求，书写

边缘群体的文化政治，抵抗主流阶层的话语霸权，但是今天新媒介语境下的大量恶搞成为波德里亚所

说的一种 “符号生产”，简单地模拟、戏仿其他作品，缺乏原创性。 “过度繁殖”造成了意义的丧失，

一些恶搞恣意解构原作品的意义，却没有重建意义的能力，导致了受众价值观念的模糊、混乱。

其次，新媒体语境中的 “恶搞”表现为一种文本奇观和符号游戏。媒介技术的发达和使用的便捷

激发了青年人的参与热情，但是青年们的随意参与，致使文本不断繁殖、衍生，形成了一个令人眼花

缭乱的 “超文本奇观”，这个超文本庞大无比，没有疆界，文本与社会的差别不再清晰，公众甚至无法

辨别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被建构的文本，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变成了文本，而且它还处于不断地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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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中。这是由媒介、事件和社会现实等各种层次的符号共同组成的一个不断衍生的 “超级文本”，它

取消了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差别，让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不再区隔。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都指出，随

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代文化深刻的裂变便是世界成为一个由各种媒介符号构成的 “奇观社会”：“人

类进入新的千年以后，技术的发展使媒体更加令人目眩神迷。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也发挥着更加持久的

作用。在多媒体文化的影响下，奇观现象变得更有诱惑力了，它把我们这些生活在媒体和消费社会的

子民们带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媒体和消费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

想和行为。”［１０］

“超文本奇观”的形成自然与青年们的积极参与相关，形形色色的恶搞文本是他们的所为。不过，

他们的恶搞多不是为了独一无二的 “新艺术”，也不是为了创造一个 “新型社会”，相反，他们任意肢

解和重组文本，主要是一种符号游戏。他们玩弄 “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的雕虫小技，却没有勇气

走进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尼尔·波兹曼曾对当代文化过度使用模拟、戏仿、复制方式感到担忧，

他告诫说那些被反反复复使用的符号会因 “重复耗尽了它的象征价值”，“符号失去意义的过程是一个

因变量，如果用得越频繁，如果不问语境滥用，它们失去意义的速度就越快。”［１１］当新鲜感一过，粗制

浅造的作品便丧失意义，最终，恶搞仅成了游戏和玩笑。玩家胡戈承认：“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的

方式……是为了追求乐趣，博大家一笑，就像说相声，让大家高兴就好。”［１２］当下绝大多数 “恶搞”都

是如此，只为博人一笑，而非严肃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思考。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

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１３］

更令人担忧的是，恶搞的符号游戏不仅引发青年人的话语狂欢，而且还经常演变为一种 “话语暴

力”。莫斯科维奇说个人在群体中情绪更容易 “暴力化”：“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

这些就是人群的真正特征。”［１４］勒庞在 《乌合之众》中也认为，群体容易冲动、易变、急躁，易受暗示

和轻信，群体情绪容易走极端等等，他们往往对残暴行为不负责任。［１５］ “五道杠事件”便是典型，在

“集体无意识”机制作用下，大众一边倒的恶搞黄艺博，通过此释放他们对社会的某种不满情绪，但丝

毫不考虑黄艺博只是个孩子，黄艺博父母曾说：“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

在此恶搞事件中，网络 “骂客”肆无忌惮的侮辱黄艺博，他们仿佛是在行使公民的公共权力，批

判不合理的权力崇拜现象，但其实这是一场缺乏民主商议和理性精神的低级谩骂，这样的网络话语暴

力不仅无助于社会进步，而且还会损害社会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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